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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朝与国家”笔谈

清朝国家性质的若干思考

杜家骥

国家性质，本人理解，是指主掌和管理国家的是什么人及这些人在国家中的地位、掌管国

家的体现。国家性质又称国体。从古至今，国家性质可分为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私性

主掌与公众之人管理相结合的古代王朝国家，可称为是私、公结合阶段。其私性有两种，一是

家族私性，一是民族私性；第二阶段，是取消私性，演变为完全公众性的近现代国家。

国家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公性组织，同时又具有私性因素，国体“私”“公”因素此消彼

长，最终私性消失而为完全之公性，是国家性质演变的大势。清末正处于古代帝制王朝性质的

国家向近现代性质国家变化之时。

中国古代，私、公性结合的第一阶段又包括两个时期：

1. 先秦领主分封时期。这一时期私性最强，西周大分封为其典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其主要体现。受封诸侯国也由国君家族世代私领本国，也类似于周王那样，

而实行私性再分封。另外，以上二者又皆实行带有世代私家性的世卿禄制度。总之，私性家族

主掌天下，公性因素少。

2. 秦以后至清朝的帝制王朝时期。a战国以后至秦，国家的家族私属性减少到只有皇帝一家

私性世代传承，公性因素增多，公性增强。国家由公众性的异姓百官辅助治理，带有私性的世

卿世禄制逐渐成为残余。地方由私家分封领有演变为非私性的郡县制，也以公众性的异姓官员

任职管理。秦统一后将这种制度在全国普遍实行，一直延续至清朝仍是如此。

清朝国家不仅有皇帝及皇族私性，还有满族主体统治、首崇满洲的民族私性，另外则是其

他多民族、异姓百官的公性问题。以前，学界提及清代有关国家性质的国体因素，既强调满族

（满族皇帝、八旗官员）的主体统治，又称为是满汉联合统治，也彰显了汉族汉官在王朝统治中

的地位与作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简单。本文基于清朝在大的国家层面之下多民族共同国家

的考虑，初步将清朝国家性质归纳为“满族为统治主体联合汉蒙等多民族施治的汉制模式帝制

王朝”。这里便又包含着古代王朝性质国家中的私性、公性内容，其中“帝制王朝”，是指皇帝

私家传承制及其家族带有私性特权的古代王朝国家。再有，是主体统治民族满族之“私性”、大

的国家层面下多民族之“公性”等等，其私性、公性是国家一般性质，而上述对清朝国家性质

的表述，是一般性质在清朝国家中的具体内容。还有，清王朝承袭明朝汉族王朝国家的建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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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未脱离这一“汉制模式”国家，使得清朝国家性质的内容更多，问

题也更加复杂。鉴于帝制皇家私性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共性，非清朝国家性质的特有问题，

且本人已作专门探讨，a故本文只在清末国家性质发生本质变化时予以论述。本文着重从民族方

面探讨清朝国家的性质及其演变，因问题较大且复杂，故只能略谈。对于这样一个大的理论问

题，难免有思考不周、不确之处。此文只是基于本人以前的考察及学界的相关研究作简单归纳，

表达初步观点，权作引玉之砖，以便进一步修正。

一、清朝之多民族汉制国家模式及国体因素应注意的问题

（一）清朝多民族国家以汉制为基本模式，满蒙等民族及边区也纳入这一模式中
清王朝承袭原明朝汉族国家机器的基本建置与模式。满族在中央、地方机构中担任汉制职

官。满族及八旗事务，除了以本民族机构如八旗、内务府、宗人府等衙门办理，还有很多事务，

是以汉制机构管理，汉官也参与其事，如旗人户口汇总、户口入档、选秀女、继嗣及俸饷稽核

发放、赏恤、旗地房产纠纷等，纳入户部；京城及地方驻防旗人刑事、逃人之缉捕与惩处，纳

入刑部；旗人文武官员之选任、考绩、奖惩、丁忧终养等纳入吏、兵二部，旗人教育、科举、

旌表等纳入礼部。只有户部南档房所管旗人户口汇总、户口入档、选秀女由满官办理，设汉人

书吏负责文字杂务之事，其他事务都是满汉官共同办理。在地方，管理以汉人为主的事务，其

职官，从督抚以下到知县，既有满人长官管辖下级汉官情况，也存在汉人长官管辖下级满官的

情况。河南开封、山西太原八旗驻防官兵，还有以汉人巡抚节制管辖之制。b

清朝国家的内外格局，沿用汉制传统的内外、中外与藩服远近观念，并由此形成统辖格局。

清朝以中原为整个国家的中心，为“内”，以外的民族地区为“外藩”，由明朝沿袭而来的土司

地区也属于这一地带。努尔哈赤曾任官的明建州卫及东北其他地区，与此性质类同，至清而成

中央统辖下的特别行政区。以上均为疆域之内，属于国内。再以外为“外国”，朝鲜、琉球、越

南等等，是从属性国家，与明代一样称其为“属国”，沿袭明朝国家体系下的册封、朝觐（朝

贡）制度。这些常识不作赘举。而对于居于所谓“天涯海陬”之国如葡萄牙、英国等曾“朝觐”

的“西洋国”，清朝将其与朝鲜、越南等一样，称为“四裔朝贡之国”。c可见，清朝国家之统辖

观念不仅有内亚诸国，还有更大范围的“天下”诸国。乾隆帝对英国自称清朝为“天朝”，嘉庆

帝对英使称：“中国为天下共主”，d要求其行臣见君之三跪九叩大礼。e这是西周以后汉族大一

统王朝一直所持的天下观。明代皇帝也是这种观念，强调四裔（又作四夷）之国与天朝建立关

系，须以臣的身份“奉表来庭”，f定时朝贡，与明太祖所说“今天下一统，四夷、诸番皆以时朝

贡”，g都是这种带有统驭性的天下观，为清朝皇帝所继承，鸦片战争以后才改变。

与明朝不同的是，中原以外，与边区少数民族土司类似性质的地带，在清代延展到蒙古、

新疆、西藏等地，该地民族首领与明代土司（亦称土官）一样，接受中央册封。在统辖治理上，

a 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 年，第 1-4 页“前言”，并见第十二章总结，第 520-545 页；

杜家骥：《中国古代国家之私属性及其演变》，王天有主编：《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7 年，第 502-516 页。

b 详见杜家骥：《清代六部及汉官对满族与八旗事务的管理》，《明清论丛》第 11 辑，故宫出版社，2011 年，第 373-381 页。

c 嘉庆《大清会典》卷 31《主客清吏司》载：“凡四裔朝贡之国：曰朝鲜……曰越南……曰荷兰……曰西洋（西洋诸国，曰

博尔都嘉利亚国……曰英咭唎国……其国均在西南海中）”。这是当时他们所认识的“天下”及“天涯海陬”之朝贡国。

d 《清仁宗实录》卷 320，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e 清朝皇帝的天下观，亦可参考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f 《明太祖实录》卷 39，洪武二年二月辛未：“赐日本国王玺书曰……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

g 《明太祖实录》卷 251，洪武三十年三月癸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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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明及以前汉族王朝的“羁縻”方式，由中央派官与该地民族职官结合直接施治，详见后

述。凡此，皆为比明及以前汉族王朝发展之处。清廷将这些地区称为“藩部”“外藩”，在地域

格局上，为相对于中原直省之“内”的“外”藩，而此“藩部”又与以前西周大分封观念下王

畿之外的“藩”——基本独立的诸侯藩国不同。清代的藩部盟旗，是由中央统辖、派官而统一管

理（理藩院），是介于诸侯藩国与中原省制之间的形态。其进一步发展，便是改为中原汉制而实

行内地直省化。先是沿袭明代之改土归流，将带有半自治性质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改为各

省辖下的厅州县。其后，藩部之发展为省制，与其性质类似，漠南蒙古与内地相接的地区，雍

正后建厅，后过渡为府州县，昭乌达、卓索图二盟蒙古部旗设府州县之地纳入直隶省辖。光绪

前期，新疆、台湾建省而实行汉制内地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漠南蒙古地区有建省

之议，而未及实现。民国时期建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是其建置演变的延续。以上与西周

王畿以外的分封诸侯藩国后来演变为郡县，在性质上类同。东北地区，则早在雍乾之际君臣就

已称之为省，类似于省之行政，光绪三十三年正式建省。

（二）多民族共同国家之下，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以往对清王朝虽然有“多民族”之说，但主要是作为国家发展的“现象”时提到，缺乏对

清代诸民族与国体关系的认识，本节对此略述浅见。

1. 首先说满族。满族虽然是清王朝的主体统治民族，具有私性，但因为清王朝又是公众性

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就不是满族一个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利益都与国家有关。满族皇帝既为多

民族国家之君主，也就不能一味地“首崇满洲”，还要兼顾其他民族及整个国家的利益。也正因

此，满族皇帝与满族贵族官员等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其他民族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不同时

期也有变化，表现不同，详见后述。

2. 蒙古等少数民族。此前，国内清史界没有将其纳入关系到国家性质的国体之中，日本学

者冈洋树曾将蒙古纳入清朝国家性质的考察。a本文鉴于以下史实，认为理应将其纳入，因已作

专文，b据该文简要列举要点如下。

首先，蒙古回部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清代已在国家版图疆域之内，不同于明朝及以前汉

族中原王朝。其次，该地区民族之人，在清代也已成为国家实施治理中的角色，担任中央及边

区职官，领取俸禄。蒙古等民族人丁，也要接受国家调遣，与内地汉民一样，服务于国家。因

而少数民族也已是清朝国体之成员。清末五族共和的提出及得以实行，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之

举，而是在以前就已经具备国体的前提因素。所以，以前在国家性质中只提满汉，而忽略蒙古

等少数民族，是不全面的。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

3. 满汉蒙等诸民族同处一国，休戚与共。多民族共同之国家具有公性，关系到每个民族的

利益。也正因此，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之时，诸民族联合抵抗，保卫国家，否则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诸如蒙古僧格林沁率蒙古官兵抵御英法联军，满汉官兵共御八国联军，以及李鸿章等建

设海军以强国御外，左宗棠率兵收复新疆，满人崇厚谈判中失去的新疆疆土，汉人曾纪泽力争

收回，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史事。左宗棠在保卫新疆时秉持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

古者，所以卫京师”c的原则，正是汉官的多民族大国家的公性观念，并在这一观念的立场上付

出行动。汉人在清朝科举入仕、任官，也有这方面性质。

4. 多民族在同一国家内的民族关系、民族融合问题。满汉关系在清后期尤其是清末，与清

初大不一样。详见后述。

a 冈洋树：《清朝国家の性格とモンゴル王公》（清朝国家的特征与蒙古王公），《史滴》第 16 号（1994 年 12 月）。

b 杜家骥：《清朝国体问题试谈——以清代蒙古族对清朝统治的参与为中心》，《满学论丛》第 6 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
年，第 38-55 页。

c 左宗棠：《统筹新疆全局疏》，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33《户政五·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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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角色及作用影响，将在后面以专节分别叙述。

（三）应从变化中认识清朝国体，尤其是同治以后汉人之作为与清朝国家性质的变化
多民族国家之各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晚清与清中期以前已大不一样，主要表现在

汉族方面。同治以后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及以后推动国家体制、性质改变的新政、立宪，乃

至清帝被迫退位民国建立，是汉人起主要推动作用的结果（见后述）。

基于以上三方面看法，将清朝国家的性质，归纳为“满族为统治主体联合汉蒙等多民族施

治的汉制模式帝制王朝”，当更全面一些。在这种性质的民族、国家因素中，忽视或者片面强调

哪一方面，都是不确切的。另外较重要的，是从变化中认识清朝国家的性质，认识不同阶段国

家性质的特点，特别是晚清时期的实质性变化，这一变化，将在本文最后以专节阐述。

二、清朝国家之下各民族之地位、角色及作用影响

（一）满族
清王朝以满族为主体统治，带有本民族多方面的私性。清初主要以满人执掌军国大政，中

央实行满汉复职制、满汉并用制，地方职官满汉参用。中央机构，满官掌印，而实际办理政务，

则以汉人为主，因为吏户礼兵刑工诸务皆为汉制，汉官较为熟悉，更兼有大批的汉人书吏协助

办理。清初满官品级高，至康熙九年（1670）满汉划一等同。但满人入仕选官有特权。为了体

现满族之主体统治，公文满汉文合璧，而以满文为“国语”。主要以满人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

议，在清前期议处军国要务，雍正中以后被满汉并用的军机处逐渐取代。以上是常识，不用多

叙。另一方面，满族纳入汉制国家建置中实施统治，其民族很多事务又是在汉制中办理，汉官

也参与其事，地方也存在这种情况，详见前面所述及专文。

军事方面。国家统治中心的京师，以满族的八旗官兵及满人统辖的巡捕营镇守，地方、边

区要地，以八旗驻防。遍设各省的绿营，从入关初便以旗人充任绿营官，乾隆初以后又将边区

驻守之绿营以满人统辖。以上，构成军事控制方面的满族主体统治。这种情况，到咸丰以后发

生变化，汉人官兵之新军、巡防营成为主要军事力量，详见后述。

作为主体统治民族的满族对清代历史产生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诸多方面不同

于以往的汉族王朝，积极、消极两方面兼而有之。现据以前探讨的专文，a摘要归纳如下。

满族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汉族广土众民，满汉矛盾又长期存在，使满族最高统治者常具危

机感及忧患意识，特别重视汲取以前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教训，以维持本家族、本民族的长

久私性统治。为避免如秦、隋之速亡，免蹈明末加派激化社会矛盾加速王朝灭亡的覆辙，而实

行轻赋，且时常减赋免赋。同时，注重自身内部的完善，如实行严格的皇子教育和帝王家法，

形成清代皇帝勤政求治的一代帝王家风，而少昏庸荒政之君。另外制定各种规制，消除了往代

王朝经常发生的外戚乱政、宦官之祸及皇家宗藩地方叛乱等内乱现象。又实行秘密立储，以避

免明立太子引起的内讧及弊端。凡此，较之汉唐明诸朝上述内乱现象造成的黑暗宫廷政治，相

对清明，有利于国家政治安定，也减少了皇家内部之争造成的众多无辜的异姓官员、民众之牺

牲。清帝还实行恩封宗王降袭制，减少封爵数量等制度，大幅度地减少了宗禄数量，避免了明

后期之宗禄给国家财政造成重负的严重问题。分予皇族之庄田，只是清初圈地的拨给，也不实

行明代之皇子分封各地在地方大量赐田的做法，而且不许皇族出京去庄屯。凡此，既减轻了民

众在这方面的负担，又避免了明朝那种宗室与民众矛盾尖锐乃至明末民众残酷屠戮宗室王公的

a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十五章《总结与余论——兼谈满族入主中原对清朝历史之影响》，人民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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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入关后的满族，仍具以前崛起时的进取性，这一特点不同于汉族，因而对于影响中原统治

的不安定因素、有潜在威胁的民族，不像汉族王朝那样被动反击，修长城防御，而是主动进击。

康熙时期，反击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之南下尚属被动。雍正、乾隆时期，则是为消除不安定因

素及潜在威胁而主动用兵 a，并在该地区派官统辖治理，以永除隐患。作为少数民族，满族也没

有或较少汉族那种华夷之别观念，对其他少数民族不鄙视，情感易通，与他们主动接近、怀柔，

对其封高爵，颁爵禄，赐宴赏，结姻亲。这些措施与边疆直接施治的结合，是清代版图式廓、

边疆统治稳固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北方强悍的少数民族，某一民族崛起壮大，往往导致另一民族的消灭。b清代，满

蒙（准部之外）两个强悍尚武民族长期共处，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的，对于当时满蒙两民

族及其他民族都是幸事，避免、减少了百姓生灵涂炭、经济摧残的悲剧。长城内外连为一体，

明代及以前长城以外民族进扰中原的现象也不再出现。免修长城，又减少了军民负担。

以上诸方面举措，虽是满族统治者出于维护本民族、皇家长久统治的主观私性目的，但其

客观结果的正面性，是应肯定的。

负面影响。除了满族特有旧俗因素外，主要由满族之民族私性引起。满汉民族矛盾，由满

族造成。清初满族对全国残酷的军事征服，以及剃发、易衣冠、圈地、逃人法和后来的迁海令

等等，使汉族百姓生命财产遭受极大伤害。满族落后的奴隶制因素，使得有权拥有奴婢的阶层

在清代扩大，c奴婢数量增加，增加了社会的落后性因素。满族皇帝是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

者，由于满族旧俗等级因素，造成了君臣关系主奴性、皇权专制极端性，扭曲了臣僚的刚性节

操。文字狱则残酷打压汉族士人的反满情绪，造成当时的白色恐怖和窒息的政治环境。影响时

间较长者，是满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首崇满洲”政策，造成民族间的不平等。

纵观有清一代，满族对清代历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嘉庆以前，嘉道为过渡时期，咸丰以

后至清末，在国政中起实际作用的主要是汉人。

（二）汉族
清朝国家下的汉族，经历了清初与满族尖锐对立，到被迫服从、认同满族主体统治的过程。

清初，满族将汉人反清势力全部消灭，确立对国家的统治，社会逐渐趋于稳定。汉族官民

由不得不承认与接受现实，无奈地妥协、服从于满族统治，再到认同。这种认同，又是多方面

的因素促成的。

首先是国家之公性这一最基本的客观因素。统一中原后的清朝虽是满族为主体统治，但其

所统治的国家，又原本是汉族家园的中原国家，汉族官民既然不能自外于这个国家，也即这个

本来就属于自己并受辖于它的中原王朝国家，自然要接受这一国家的统治，也只能接受这一现

a 康熙中准部蒙古进攻漠北喀尔喀蒙古，又乘势南下，而且欲“夺取黄河为马槽”（魏源：《圣武记》上册卷 3《外藩·康

熙亲征准噶尔记》，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20 页），有占领中原为游牧地之意。噶尔丹还曾试图策反漠南科尔沁蒙古首

领，并许诺“和他联合，保证将派给他六万名俄国生力军。简言之，若他们能打败满洲人，他们将直接进军北京，若他

们征服了皇朝，他们将伙分地盘”（张诚：《张诚日记（续）》1696 年 5 月 16 日，《清史资料》第 6 辑，中华书局，1985 年，

第 194 页）。此后，准部对清廷管辖下的西藏、漠北蒙古，仍具潜在威胁，因而长期设兵防卫。雍正帝兴兵西北，是继康

熙帝未竟之业，消除潜在危险 [（赵令志、郭美兰等译：《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16-817 页 ]，但并未达到目的，乾隆帝继位之初罢兵，而其心未泯，终于等来准部内讧机会，认为“此

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清高宗实录》卷 464，乾隆十九年五月壬午），乃增兵进击，平

定准部，以及被准部控制的南疆回部地区。

b 如契丹兴起而灭靺鞨所建渤海国。女真金国联宋灭契丹之辽。蒙古崛起，又灭金国女真。

c 经君健：《关于清代奴婢制度的几个问题》（1983 年），后收入氏著《清朝社会等级制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149-254 页。



11

实。另外，满族皇帝成了王朝国家的君主，是满汉等民族共同国家的公众君主，汉族官僚士人

成为这一国家的臣民，在承认、接受其治理的大前提下，是否服从、忠于国家君主，成为政治

伦理道德的大问题，正是囿于这种君臣大义，汉族官僚士人也不能不服从、忠于满族皇帝。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官民所受到的清兵入主中原之残酷战争带来的巨大的人身、心灵上

的创伤，逐渐抚平，仇恨心理慢慢淡化，满汉矛盾逐渐缓和。

满族皇帝尤其是康熙帝致力于满汉矛盾的缓和，也是汉族官民认同满族主体统治的必要条

件。满族崇仰汉文化，积极汲取学习，稽古右文，兴办文化事业，逐渐改变其在汉人眼中的落

后蛮夷形象。满族皇帝还标榜自己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时常减免百姓赋税，力图在汉族官民

中树立其优于汉族明朝皇帝的形象，表明他们虽不是汉族人，却是完全合格的“天子”，甚至比

明代汉族皇帝更勤政称职，更爱护汉族黎民百姓。凡此，使其主掌国家的合理性资格，得到了

汉族官民的认同。在国家大义之下，民族矛盾逐渐淡化了。汉族官民宗族的不少宗规家训，也

有满族皇帝的圣谕广训，要求族人忠君，作王朝顺民，按时完纳国家赋税。

正因为汉族官民认同满族为主体与汉人联合统治的国家，所以才会出现此后历次汉民反乱

起义，都有汉官、绿营兵参加平乱。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则主要是汉族官僚组织汉民武

装湘淮军镇压的，这在清入关初的顺治朝是不可想象的。当遭到外来侵略时，多民族共同的国

家公性职能，则更突出地彰显出来。鸦片战争后的多次抵抗列强入侵，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

蒙古族，都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为保卫国家共同利益而一致对外抗击。

（三）满汉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变化 a

作为主体统治的满族，在国家中保障本民族的政治经济“私性”特权，实行满汉有别，首

崇满洲，是其一贯政策。满汉矛盾也始终存在。但只停留在这种简单的认识上，又是不够的。

其中满族皇帝与其他满族成员就不完全相同，原因是皇帝身为多民族国家之“公性”君主，还

要兼顾其他民族的利益。另外，满汉官员、士人日常接触交往，满族在政治、文化、习俗方面

日益汉化，也影响满汉人之间的关系。

顺治帝、康熙帝都曾为平衡满汉官权力、品级而与满洲权贵意见不一致，甚至产生矛盾。

雍正帝在官员任用上，则注重能力和关系远近，而无论满官、汉官。办理机要事务的军机处，

任职者便是满汉兼用，以前只有满人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此被逐渐取代。所以，在认识

清帝首崇满洲的同时，还要注意其为了维护王朝统治的这方面举措，才是全面的。

由于满汉官员士人长期接触、交往，隔阂逐渐减少，关系趋向融洽。满人学子及其家庭，

则与汉人业师结成密近关系，有的满人学生与汉人业师的关系甚至超出满汉政治关系。b清初以

后的和平时期，满人与汉人相处，不可能时刻以满汉有别的意识与原则指导自己对汉人的态度

与行为，而应是以一般“人”的本性交往相处，形成非政治性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并非

个别人，事实甚多，因而又体现为非矛盾性、带有自然人情味的满汉民族关系。另外，自清初

起，满人就不断汉化，诸如取汉姓名，取字、号，弃满语而说汉语，与汉人通婚，接受汉人贞

节道德伦理观念，仿汉人婚丧习俗，实行丁忧制度，等等。满人的汉化，也是满汉趋同、削弱

满汉有别、满汉关系缓和的融合剂。

满族汉化发展，令乾隆帝感到不安，身为满族主体统治掌舵者的他，意识到如果再任由满

族汉化，处于少数人的满族将被广大的汉族“化”掉而不复独立存在，因而下决心大力制止。

措施包括严禁取冠汉姓的三字汉名，严厉强调满汉不通婚禁令，强令满人说满语、公文用满文

a 本节详见杜家骥：《清代满族君臣在对待满汉关系上的复杂性及其变化》，阎崇年、冯尔康、冯明珠主编：《陈捷先教授纪

念文集》，九州出版社，2019 年，第 239-252 页。

b 左都御史观保等：《奏报遵旨严加议处吏部堂官事》，《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档案号：03-013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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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坚守满语的国语地位，禁止满族在服饰和习俗上效仿汉人，等等。但效果有限。a

清后期，清帝在满汉畛域、满汉有别的观念上被迫放松，同治三年（1864）为解决旗人生

计，开始允许八旗旗人“听往各省谋生，其已在该地方落业、编入该省旗籍者，准与该地方民

人互相嫁娶”，b此后入籍地方谋生的旗人可与汉人自由结婚。光绪二十四年（1898），总督刘坤

一、张之洞奏称“满蒙汉民久已互通婚媾，情同一家”，c虽有虚誉成分，但也应反映了几分实

际。光绪二十七年后，更开放所有满汉人通婚，满汉民族血缘融合，进一步淡化了满汉人的民

族意识。清后期，由于大多数满人都说汉语，生活习俗、喜好多方面与汉人相同，汉化更加明

显。清末任过户部官的汉人刘体智，曾针对当时情况有过如下介绍及认识：“二百年间，满人悉

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与以前之胡羯、氐羌、鲜卑、契丹、女真等类

似，虽据有中土而今“俱尽而不复见”。d

（四）蒙古等少数民族在清朝国体中的地位 e

前文已述，清代，蒙、藏、回部等少数民族，已成为国家成员，参与国家统治与边疆地区

治理。以下简介其在国家中的地位及担任国家治理角色等情况。

在清朝政治地位的等级结构中，蒙古王公、回部扎萨克王、西藏达赖、班禅，f与皇家宗室

王公，处于皇帝之下男性最高等级地位。满、汉一般贵族、高官皆处其下，其公侯伯子男五等

爵中的最高公爵，g与前述王公最低之公爵大致同级，一品高官大致与子爵同级，低于王公最低

之公爵。满族统治者与蒙古王公等的密近程度也超过汉官，从对其授高爵、厚赏赉、联姻亲等

多方面也可看出。也正因此，清末决定清王朝命运的御前会议上，参加者不仅有满人王公亲贵，

还有蒙古王公，而无汉官，而且蒙古王公坚决反对清帝退位。

清代少数民族事务，以中央理藩院为专门管理机构。藩部蒙古地区实行领主分封制、盟旗

制。还有不设扎萨克的非领主地区，为“内属”蒙古，以中央所任职官将军、都统等直接辖制。

盟旗制的盟长、副盟长，由理藩院开列，提供皇帝任命，为非世袭的朝廷职官。各部旗管旗的

扎萨克基本由受封领主世袭担任，而须清廷认定，扎萨克有罪或“旗务废弛”，则由中央革职，h

另换本旗其他领主充任，因而扎萨克是“朝廷敕任之官”。i盟旗制职官之外，漠北蒙古四部的

副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衙门下设的蒙缺参赞大臣，库伦大臣衙门下设的蒙缺库伦大臣，也是

朝廷职官，由皇帝任命该地藩部蒙古人担任。以上职官按照朝廷制定的政令办理事务。综之，

蒙古藩部与中央是隶属关系，而非对等的“同盟”关系，所谓“满蒙联盟”是不确切的。

天山以南的回部，乾隆中期以后归属清朝，为八个“内属”j回城，以回部人担任伯克官，

其上以清廷派驻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统辖。另有属于藩部的哈密、吐鲁番扎萨克王。

藏族之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顺治、康熙时先后接受清廷册封。雍正五年（1726）以

后，清廷于西藏长期派任驻藏大臣及下属官员，以藏人任噶布伦等官员。乾隆后期以后，驻藏

大臣与达赖、班禅以同等职权共掌藏务。

以上多为大家熟悉的事实，不必细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边疆民族王公领取清中央的爵

a 详见杜家骥：《清代满族与八旗的关系及民族融合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 6 期。

b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155《户部·户口·壮丁别寓》。

c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 26《户口考二·八旗户口·奴婢附》。

d 刘体智：《异辞录》卷 4《满汉同化》，中华书局，1988 年，第 232 页。

e 本小节主要内容，据前引杜家骥：《清朝国体问题试谈——以清代蒙古族对清朝统治的参与为中心》。

f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册封，为金册、金印，与宗室亲王同等。达赖、班禅在理藏职权上，与驻藏大臣同。

g 初汉人有藩王，平定三藩后无王。满人只福康安封贝子爵，追赠郡王，后裔降袭，至不入八分镇国公。

h 《清德宗实录》卷 55，光绪三年八月甲申。

i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209《兵考八·蒙古兵》。

j 嘉庆《大清会典》卷 53《理藩院·徕远清吏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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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蒙古扎萨克、回部伯克、藏族噶布伦等职官，则国家发予其官俸，这是往代汉族王朝中从

未实行过的。按《大清会典》所记，发予蒙古王公的爵禄为银、缎匹，其中的银大致为宗室王

公的 1/4-1/5，a这是因为他们是受封领主，有领地资源与收入，又不向中央交纳赋税，因而数额

少于宗室王公。回部王公之“俸银俸缎，如蒙古内外扎萨克”。b西藏封爵之辅国公、扎萨克台

吉的俸银、俸缎也如蒙古例。蒙古等一般世爵世职如子、男、轻车都尉、云骑尉等之爵俸，为

“八旗世爵之半”。c蒙古各旗扎萨克以王公担任者，因有爵俸，不领取低于爵俸的扎萨克官俸，

台吉因无爵俸，所以任扎萨克者领取官俸，岁俸银一百两、缎四匹，说明扎萨克之领官俸的国

家职官性质。新疆回部人所任职官伯克，给其俸地及种地人，有兼给普尔钱者，也是官俸性质

的俸给。d 西藏藏人官员噶布伦之颁俸是：“若噶布伦，各给俸以其差”，“西藏噶布伦，俸银

一百两。其喇嘛任噶布伦者，亦给口粮银一百两”。e蒙古、回部还有授予“行走”职名者，因

需要到京城或热河履行职差，所以无爵禄的台吉若担任“行走”，也发其银一百两以下不等，f为

职俸。因而以上任职者，都具国家职官性质。

蒙古王公等贵族领主，还在中央任职。其中长期驻京者，与满洲旗人一样，长年担任京城

官员。g所任者武职居多，如宫中的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外朝之八旗都统、副都统，八旗

各兵营前锋营、护军营、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等的长官统领、总统。文官有管理上书房的

“总谙达”，教皇子皇孙的“谙达”，培育年幼皇帝的“毓庆宫行走”或陪读者。外朝理藩院的额

外侍郎，则是藩部蒙古王公的专缺，个别人还有担任过理藩院尚书的。另外是担任内务府上驷

院、武备院、奉宸苑的管理大臣，国史馆副总裁、税关监督，清末立宪时任资政院议员等。

蒙古回部王公驻京者、定期职任“行走”者，较重要的职任是任御前大臣、御前行走等职，

平日侍值御前，在边疆民族事务方面充当皇帝顾问，备咨询；接受皇帝差遣，办理军、政事务，

如调查处理盟旗中的事件，迎接来归少数民族首领，迎送安置来京之达赖喇嘛，以及临时受命

领兵出征等等。蒙古王公还参预国家机要大政，如：奉命推举新太子；皇位交替之际，政局不

稳，受老皇帝临终之托，辅佐新继位的皇帝，即“受末命”；h筹划蒙古地区“新政”；i参加决定

清王朝命运大事的御前会议。等等。

藩部蒙古的人丁，也要接受国家调遣，或服务于该地驿站，或抽取为兵，由中央调动参战。

西藏是“户五出兵一”，j其官兵与绿营官兵一起，镇守西藏本地。

由于蒙藏回部等民族之人不仅担任国家边疆地区治理的官员，蒙古王公甚至还任职中央，

协助皇帝办理边疆民族事务，参预国家机要大政，可以认为他们已是国家施治的重要成员。

蒙古王公在中央充任的职官、担任的职差，有以下三个特点。1. 以八旗武官居多，文职较

少。2. 以办理边疆民族事务为主。3. 担任近御之职，参预机要。日常办理的事务，蒙古王公远

没有汉官多，且偏重武职。但在边疆民族事务方面，在事关满族命运的重大事务上，则被满族

皇帝所倚重，这是汉官所不能比拟的。

若从大的视野审视，清朝国家领土，有中原直省、民族边疆两大部分，在满族为主体统治

a 嘉庆《大清会典》卷 51《理藩院·王会清吏司》。

b 嘉庆《大清会典》卷 53《理藩院·徕远清吏司》。

c 嘉庆《大清会典》卷 51《理藩院·王会清吏司》。

d 嘉庆《大清会典》卷 53《徕远清吏司》。

e 嘉庆《大清会典》卷 53《柔远清吏司》。并见光绪《大清会典》卷 68《柔远清吏司》。

f 嘉庆《大清会典》卷 51《王会清吏司》。

g 以下详细情况，参见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51-467 页。

h 《清皇室四谱·皇女·仁宗皇三女》，民国刊本。

i 《清德宗实录》卷 527，光绪三十年二月丁丑；卷 586，光绪三十四年正月癸卯。

j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91《传第七十五·西藏总传》。



14

的框架下，中原直省，主要依靠汉官辅助；民族边疆，除派驻满洲为主的旗人官员外，主要依

靠蒙古等各该地区民族官员辅助治理。在抵御外侵时，则无论是八旗官兵、汉人绿营，还是蒙

古军队，都是保卫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以上情况，正是清末实现五族共和的前提与基础。而诸民族平等，又是近现代国家实行宪

政、共和的基本原则之一，因而清末推动立宪的汉族官绅，也认同蒙藏回部等少数民族为国

体成员，在资政院商定的议员中，便明确定有“外藩蒙藏回王公世爵”名额，而且所占数额较

大。a 当时还出现促成诸民族共和的言论与呼吁。梁启超在光宣之际就曾提出诸民族联合的主

张。b此后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认为，不仅满族已同化，蒙回藏苗等民族也必将“混合于万种

之中华民族”中。他们的思想观点中虽然还有以汉族为主的民族主义成分，但所提出的同一国

家下诸民族合为统一的中华大民族的主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与积极影响。当时，以满族学

生为主的一批留日学生，在东京、北京办报纸，也提倡“满汉人民一律平等，统合满、汉、蒙、

回、藏为一大国民”，并认为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实行君主立宪。c朝野立宪活动及民族联合

的思潮，最终促成了清政府对五族共和的认可，宣布“定为立宪共和国体……仍合满蒙汉回藏

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d

三、晚清之汉族与国家性质之变化

清朝国体因素之影响大致呈以下阶段性变化。

清中期以前（至乾隆朝），满族尤其是满族皇帝的作用、影响较大。嘉庆道光两朝是守成时

期。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是汉官在国政中逐渐起主要作用，至清末而起主导作用的时期。

清中期以前满族在王朝国家中的地位及作用、影响，在前一节中已叙述，此处不赘。

嘉庆道光两朝，既是守成时期，也是满汉关系、士风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嘉庆以后，

不再有文字狱，汉族官绅士人关心国政的经世之风开始兴起，遂有道光时龚自珍对君权专制高

压弊端、臣僚奴性的抨击，e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此后，则有魏

源、贺长龄、林则徐等人经世致用活动，为宣传、主张以西方之技强国，而编纂这些方面的图

籍。咸丰以后，出现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早期维新思潮，成为后来戊戌变法的先声。

咸丰朝，汉人开始在军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后，汉人督抚无论在任官数量，还是在国

政中的作用，都已占据优势。同治光绪时期，汉人任总督、巡抚者（不计汉军旗人）已占总数

的十分之七八。f 同治以后，“富国强兵”成为当时国政的主旋律，虽然在中央设有总理衙门，

而实际主要表现为汉人督抚具体办理的洋务运动，汉人督抚也因此而权力大增，g甚至有尾大不

掉之势。任官权方面，以前“督抚受成于六部，非吏部核准不能私用一人”。h此时，督抚乃至

a 其资政院章程第二章第十条“议员”名额：“一、由宗室王公世爵充者，以十六人为定额。一、由满汉世爵充者，以十二

人为定额。一、由外藩王公世爵充者，以十四人为定额。”《宣统政纪》卷 17，宣统元年七月乙卯。

b 胡岩：《“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西藏研究》1995 年第 1 期。

c 以上见马先彦：《清末民初民族融合思潮考略》，《贵州民族研究》2002 年 4 期。

d 《宣统政纪》卷 70，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详见华国梁、戴峰：《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的民族认同》，《徐州

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 2 期。

e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31-32 页。

f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 期（上），1973 年。同光两

朝汉人总督巡抚合计之数的比例，是据该文表一的 1、2 之数据计算得出。

g 可参见林乾：《咸丰后督抚职权的膨胀与晚清政治》，《社会科学战线》1989 年 1 期；刘伟：《甲午前四十年督抚权力的演

变》，《近代史研究》1998 年 2 期。

h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 2《部费》，中华书局，2007 年，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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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汉人布按道府官员，大量保荐任用官员，a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期间，在其管辖的机

构中私用乡人“安置殆遍”。b财权方面，以前“督、抚受成于六部……非户部核准，不能私销

一款”，c此时办理洋务，必须有财务上的自主权，由此财权不断加大，以致光绪时期“中央虽

握财政机关，不过拥稽核虚名，无论田赋、盐茶，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d兵权方面，咸

丰以前，主要掌于满族，以满人统率军队，而“不轻假汉人”。咸、同以后，局势渐变，除了以

汉人招募并统帅湘军、淮军剿太平军外，时人还评论：“用李鸿章平捻，用左宗棠平回，法越

之役用彭玉麟督师，辽东之战用刘坤一节制关外诸将，近复参用汉员为将军、都统。北洋五大

军既溃，袁世凯改变军制，大开幕府，筹饷征兵，欲联合南北为一，无敢议其专者。”e同治以

后，汉人部队也大增。地方军队，以留防各省湘军、淮军、楚军编成防军，以绿营、练勇编成

练军。新军，则是仿西法编练的近代陆军。始于光绪二十年小站编练的定武军，后各省也相继

编练。至宣统三年（1911），全国共编成新军陆军 26 镇，这一系统的汉人官兵，在汉人发起的

辛亥革命中起到了清朝掘墓人的作用。防军和练军后来也仿新军规制，改编为巡防营（也称巡

防队），与新军并为清末两大系统的汉人军队。满族之八旗兵，京城曾在咸丰十一年（1861）后

抽调京旗精壮组为神机营，配以新式武器训练，成为京师八旗的精锐部队，以满人统管。宣统

元年，又以旗人编练宫廷新军禁卫军，初由摄政王管辖调遣。宣统三年改由汉人徐世昌任训练

大臣，继而汉人冯国璋代替满洲皇族亲贵贝勒载涛，充任禁卫军总统官。f

国政主导由满向汉的转变，较明显地体现在庚子之变以后。

满族的主体统治权力作用，在晚清尤其是庚子之变以后，已大打折扣。庚子之变时，南方

督抚便违背慈禧等中央执政者的意旨，而实行东南互保。督抚大量保荐官员时“旨不下，即除

授之，朝士相顾错愕”，g帝后也只好默认。庚子之变，国遭重创，满族当权者慈禧太后狼狈出

逃，尊严权威大跌，回銮后急求变法，在汉人官绅士人的推动下，实行新政，筹备立宪。其间，

不断有汉人上奏消除满汉畛域、取消满汉有别诸制。满族掌政者一一宣布实行。

光绪二十七年底，刚刚回銮到京的慈禧太后，便下满汉通婚令：“所有满汉官兵人等，著准

其彼此结婚。”h光绪三十二年，又在中央六部取消满汉复职制（以前外务部就已实行），满族不

再有专缺特权。甚至八旗行政长官八旗都统、副都统也开始由汉人担任。清末七八年中，刘永

庆、张英麟、段祺瑞、冯国璋，都曾出任京城八旗副都统、都统，冯国璋、程德全还分别担任

过驻防察哈尔都统、黑龙江将军。上谕内阁所说：“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亦不分

满汉，均已量材器使”，i也多少反映了这种情况。光绪三十三年，下令取消满汉刑罚之不同，其

后“凡旗人犯罪折枷一概照民人改为徒流，实行发配，从此满汉一律”，j旗人不再有刑法特权。

而光绪三十四年，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崇祀文庙，更是值得注意的事件。自光绪十一年

陈宝琛以后，不断有汉官提请将黄宗羲等从祀文庙，而始终存在争议，虽有官员对他们的儒学

修养持不同意见，实则更重要的原因，当是此事件背后敏感的满汉民族关系问题，因黄宗羲、

a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 2《保案之滥》，第 72 页。

b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 1《李文忠滥用乡人》，第 13 页。

c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 2《部费》，第 54 页。

d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 68《国用考六·用额》，宣统年间官员所反映以前光绪时期情况。

e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 1《兵权不轻假汉人》，第 26 页。

f 《宣统政纪》卷 66，宣统三年十月辛亥、乙卯、癸丑。《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207《兵考六·禁卫兵》宣统三年。

g “近岁督抚不守旧制，每道府缺出，随折保荐一员，旨不下，即除授之，朝士相顾错愕，莫知何许人。一省肇端，各督抚

援例而至，此朝廷失权之渐。”胡思敬：《国闻备乘》卷 1《简放道府成例》，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0-21 页。

h 《清德宗实录》卷 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

i 《清德宗实录》卷 576，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辛卯。

j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 251，《刑考十·徒流，军遣附》宣统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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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在清初皆曾抗清，以致从祀之请“屡请屡驳”。a最终在光绪三十四年时，因赞成者已达

“十之八九”，而得以获准。b 满族主政者不得不对汉官们退让。时任京官的胡思敬说：“上谕：

‘礼部会奏一折，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均著准其入祀文庙。钦此。’以如此巨典，只以二语

了之，天下读诏书者不明其所以从祀之故，颇疑三先生之配食，颇似近世人才保荐得官也。”c也

即如同满族主政者听从汉人督抚大量保荐汉官一样，虽不情愿而不得不顺从。

在立宪这一晚清国家的头等大事上，则实际是满族最高掌权者（太后、摄政王）在汉人立

宪派、留学生不断强烈呼吁与推逼之下，无奈地被动实行。摄政王载沣预感到立宪是对皇家私

性主掌王朝国家的否定，乃拼命集权皇族，无奈大势已去。最后，隆裕太后在袁世凯的逼迫下

不得不决定皇帝退位，宣布：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定为立宪共和国体，成五族

共和之大中华民国，其帝后“退处宽闲，优游岁月”。d这段史事众所周知，毋庸多述。

四、余论

回顾咸同以后这段历史，无论是洋务运动、立宪运动，以及消除满汉畛域，取消满汉不平

等，实行五族共和，都是为了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大的国家层面之下，作为主体统治之

满族最高掌权者，虽有代表本民族利益的私性，也不得不服从国家的“公性”大利益，而顺从

汉族官绅，甚至接受汉人关于取消满汉有别、满族特权的建议。

清末中央设资政院，地方设谘议局，筹备立宪，并宣布实行五族共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进步之举，而其实现，又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五族共和的实现，既与满族在国家中

的主体统治有关，又有时代性制度原因。

满族统治者以蒙古等少数民族任官，实行边疆统治，使少数民族成为国体成员，为以后的

五族共和造成基本条件，而这种结果，在华夷有别、实行羁縻政策的汉族王朝是不大可能出现

的。但满族联合汉人，笼络蒙古等少数民族施治，根本目的是维护满族主体统治。至于后来出

现五族共和，并非其刻意而为造成，而且是近现代国家对某一民族私性主体统治必须否定的客

观结果，这是满族统治者所意料不到的。

五族共和，帝制王朝灭亡，国家性质的近现代化，又是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传入后主要由

汉人官绅、士人接受、推动实行立宪乃至革命而实现的。近现代国家与古代帝制王朝国家在性

质上的根本区别，是取消私性，其中包括皇位私家传承，皇族诸特权，以及多民族国家中某一

民族对国家的私性主体统治，首崇本民族的私性民族特权。清末新政、立宪时期取消满族诸特

权，进而五族共和实行民族共和，是对某一民族主体统治及其特权的否定，实现多民族完全的

公性。而满族皇帝逊位，私家称帝不再可能实现，则是古代帝制王朝的历史性结束，也即私家

对国家私有性的结束。至此，清朝国家性质中的民族私性、帝王家族私性一并取消，进化为完

全公性的近现代性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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